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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
———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及其社会效应

陈 涛

〔摘 要〕农村精英在生态农业发展中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当涂河蟹生态产业发展表明，农村精英的生

态实践经历了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益自觉”的形成过程: 通过对既有粗放型养殖模式的反思和不同养殖模

式的比较，他们最初具有了生态自发意识，而后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形成了生态利益自觉理念。当生

态利益自觉成为普遍性的社会行为时，从自下而上的抵制污染产业到自上而下的预防污染都形成了一定的社会

机制。在当前生态系统遭遇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农村精英的生态实践及其社会效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

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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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前生态系统遭到严重破坏的背景下，如何

破解经济发展与环境退化的二元悖论是亟待解决

的现实课题。作为环境社会学的重要理论范式，生

活环境主义强调从生活者的生活实际出发，根据各

个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当地人的生活现状和生活

智慧，进而寻找解决环境问题的答案。〔1〕生活者

也即既定区域的特定人群，其生产实践以及生态智

慧对解决环境问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在

太湖流域和淮河流域的田野调查中发现，生活者的

环境意识及其环境保护实践是在一定的“环境—
社会”系统内形成的。本文以“中国生态养蟹第一

县”———安徽当涂县的河蟹生态养殖产业发展为

案例对此进行研究。

一、研究区域与研究问题

当涂位于长江中下游南岸，区位优势明显，仅

靠长三角，毗邻南京，距离上海 320 公里。当涂

“一山四水五分田”，水网密布并且相互贯通。境

内盛产水产品，其中河蟹享有盛名。当涂河蟹作为

一项产业的发展，则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并经历

了从粗放型“大养蟹”到生态型“养大蟹”的转型。
其中，大养蟹”是以蟹苗高密度投入、生态资源零

投入为特征，最终导致了 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水

域严重污染 ( 水质由Ⅱ类、Ⅲ类 恶 化 为Ⅳ类、Ⅴ
类) ，水草和螺蛳等水生资源被破坏殆尽。水域生

态系统的破坏加剧了河蟹产业的衰败，河蟹产业跌

入低谷。2002 年以来，经过水产专家的技术指导，

河蟹产业走上了以“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
为主要特征的生态养殖之路。生态养殖不仅促使

水产经济重新崛起，也促使水生资源和水域生态系

统得到修复。目前，实施生态养殖区域的水质已经

由Ⅳ类、Ⅴ类恢复到Ⅱ类、Ⅲ类，水域生物多样性指

数明显上升。同时，随着河蟹养殖产业的发展，村

集体经济得到壮大，医疗、养老、年终福利分配等社

会事业均得到快速发展，初步走上了生态现代化道

路。〔2〕当涂生态养殖模式 被 称 为 水 产“当 涂 模

式”，农业部已在全国内陆区域推广这一生态模

式。
水产“当涂模式”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

下”两条线路交汇的结果。就产业发展而言，“自

上而下”的政府行为发挥了关键功能，是生态产业

发展壮大的根本原因; 而从历史的时间渊源来看，

“自下而上”的民间探索要早于“自上而下”的官方

推动。从“自下而上”的视角来看，有两个问题值

得深入分析。一方面是他们是对生态技术的采用，

即民间社会最初是如何采用新型技术的。对此，早

期人类学家就新技术发明被采用情况进行了很多

研究〔3〕，社会学家则以技术“传播—采用”( diffu-
sion － adoption) 为主题进行专门研究。二是民间社

会对生态养殖方式的探索。本文即是对农村精英

有关生态模式的探索及其社会效应的研究。随着

对水产“当涂模式”的深入研究，笔者发现，农村精

英在产业转型和生态养殖实践中发挥着非常独

特的功能。在特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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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水草”和“螺蛳”是河蟹养殖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的关键。一方面，它们本身是饵料———水草是植物饵料，螺蛳是动物饵料。
另一方面，二者能够分解有害物质，调节水质。河蟹养殖中，不仅“蟹大小，看水草”，而且，“要想蟹病少，赶快种水草”。

自觉的生态养殖理念的树立不但具有环境意义，也

具有更广泛的社会意义。本研究中的农村精英具

有如下特征: ( 1) 他们是社区中的少数人; ( 2) 文化

水平较高并具有一定的创新和技术革新能力; ( 3 )

所拥有的社会资源比社区中其他人要多; ( 4 ) 具有

一定的生态利益自觉意识; ( 5 ) 在产业转型中发挥

了引领功能。在某种程度上，这样一批特定的农村

精英可被称为生态精英。

二、反思与比较中形成“生态自发”

精英人物的引领在生态转型中扮演着重要角

色。没有这种精英，生态—经济双赢产业或社区就

不可能出现。〔4〕早在政府“自上而下”地推动生态

养殖之前，就有一批土生土长的水产专家和农村精

英在反思既有的养殖模式，并探索式地进行了生态

型养殖方式试验。本文以其间的典型代表人物，兴

村生态养殖第一人 Y 为例进行研究。在“大养蟹”
导致河蟹产业陷入困境的时候，他率先探索以“种

植水草、投放螺蛳”①为特征的新型养殖模式，取得

了显著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为生态模式的推广

和产业转型发挥了示范功能。
1. 资源与环境进入潜意识

在水系纵横的江南水乡，水就象是大自然的恩

赐，俯拾皆是。利用水面进行水产养殖，几乎是所

有水乡人的基本技能。20 世纪 80 年代，当涂养殖

户利用水资源养殖河蟹富了腰包，鼓了钱囊。据他

们回忆，当时只要有水面，就肯定能赚钱。在这样

的社会背景中，养殖户的知识结构中没有生态意

识，更不会有所谓的生态养殖理念与实践。尽管他

们一直生活在特定的生态系统中，但并不知道“环

境”究竟是什么? 又能发挥什么功能? 直到粗放

型的养殖方式不但造成水域严重污染和资源严重

破坏，还导致经济效益严重下滑、亏损( 当时，亏损

率达到 90% 左右) 的时候，他们中的精英才开始觉

得仿佛是哪儿出了问题。
农村精英 Y 是一个善于思考和勤于总结的

人。通过对比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养殖水面的差

异，他有了“水脏”和“水干净”这样的感官印象，有

了水草丰富和水草匮乏这样的直观感受，最终形成

了他的所谓的“灭绝性养殖”这样的术语称谓。在

这种前后对比分析中，水草和螺蛳这样的“资源”
概念和“水质”这样的环境概念进入了他的潜意

识。历时性的反思是新型模式产生的基础。在 Y
的比较框架中，因为靠水吃水，常年与水打交道使

他懂得了水质保护的重要性。
2. 实践出真知: 对比试验的开展

正如同马克思所说的，当工人以为自己的贫困

是机器和厂房造成的，而并不了解其根源时，其最

初的阶级斗争是以砸机器等形态为特征的自发斗

争。农村精英对“生态”的认知也具有这种特质。
在感到“灭绝性养殖方式”导致水体水草、螺蛳匮

乏的时候，他首先想到的是将缺失的那些资源补

齐。于是，他开始种植水草、投放螺蛳。但他这时

并没有明确的生态意识，而只是基于经验比较后的

探索性试验。笔者将这种基于生活经验初步形成

的、尚不具有明确生态理念的浅层生态观称为“生

态自发”。“生态自发”只是基于经验层次的认知，

是一种感性认识。
1997 年前后，农村精英 Y 就已经开始比较系

统地进行水草和螺蛳培育，但并没有引起共鸣。周

围养殖户认为花钱承包水面，不养河蟹而养水草的

行为是亏本买卖，是不划算的。关于修补水体中的

水草和螺蛳究竟是否是正确之路，他自己也并不明

确，因为并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三年后的对比试

验，则让他坚定了信念。2000 年，他承包了两个水

面。一个是本村的 10 公顷水面，另一个外村的

11． 7 公顷水面。两个不同的水面，水体资源和生

态条件差别很大，本村的水面由于长期粗放式养

殖，水质已经很差; 而外村的水面水质相对较好，水

体资源也比较丰富。在这两块生态条件本来差异

就很大的水面，他实施了两种不同的养殖方式。本

村水面由于承包期即将结束，他本人也没有继续承

包的意图，采取的是和其他养殖户一样的粗放型养

殖方式，而在外村水面中则尝试新型养殖方式。首

先，投放螺蛳两万斤。其次，实施水面“抛荒”措

施: 他圈养了三公顷水面不养殖任何水产品而专门

用来培育水草。按照 Y 自己的话语，因为那时候

没有草种，这三公顷是实施生态养殖的草库，而

“草库”当年培育出了 120 船金鱼草。这些水草全

部投放在养殖水面中，平均每公顷水面分配 10 多

船。经过一年时间，这种养殖方式就获得了成功，

取得了显著的经济效益。而本村水面几乎没有经

济效益。这种巨大发差，在养殖户中产生了巨大反

响，他还被镇政府邀请做养殖经验报告。但是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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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由于过于“溺爱”水草，水草覆盖率过高，影响

了河蟹的正常生长，导致养殖效益再次下降。这让

他懂得了水草并不是越多越好的道理，于是又学会

了控制水草。第三年，通过合理的水草覆盖，他再

次获得丰厚的经济效益。通过历时性和区域性的

对比分析，特别是这个对比性试验，他在认识论层

面豁然开朗: 以前的效益之所以好，是因为水体中

的水生资源丰富、水质清澈见底; 现在养殖效益之

所以差，是因为水生资源严重匮乏，水质受到严重

污染。那么，如何才能振兴河蟹产业? 这就是重视

水域环境和资源的保护。具体地说，就是要改变以

前的“人放天养”的、灭绝性养殖方式，实施以种植

水草、投放螺蛳、降低放养密度、调节养殖水面水质

的新型养殖方式。同时，在养殖中套养鳜鱼、黄白

鲢等，进一步提高综合效益。用他的话语就是生态

养殖要注意生态类的多样性及其量的合理搭配。
比如，养花白鲢不仅是为了经济利润，也是因为他

可以吃浮游动植物，是水体的清洁工。这种通过生

物链促进生态平衡的养殖实践就是水产专家后来

所总结出来的“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水”的生

态养殖模式。

三、生态利益自觉的形成

农村精英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统内逐渐

由“生态自发”走向“生态利益自觉”，而当更多的

养殖户形成“生态利益自觉”后，又促使了社会性

的生态利益自觉机制的形成。生态利益自觉产生了

良好的社会效应，在更大的系统内保护了水域环境。
1. 生态利益自觉的形成路径

在 Y 自己看来，他对资源以及生态的认知建

立在生活经验基础上。从认知阶段上来说，经验是

认知的感性认识阶段，是理性认识的初级阶段。知

识结构中本来没有“资源”和“环境”这些元素，而

纵向和横向的比较后，这些元素进入潜意识( 1997
年前后) 。随着 2000 年及其后续几年的试验，“资

源”和“环境”由潜意识进入到意识层面。2002 年

开始，当涂县和有关科研机构开展系统的产学研合

作，实施“河蟹振兴工程”，全国水产系统的专家纷

纷前来宣传生态养殖理念、提供技术指导和服务。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他接触了大量的信息，确信了

自己的探索是正确的。更重要的是，他明白了新型

养殖方式的原理，生态认知完成了从“感性”到“理

性”的飞跃，进入到“生态利益自觉”阶段( 图 1 ) 。
“生态利益自觉”是有着明确意识、方向以及目的，

能预期行动结果的理性认知。

图 1 农村精英的生态认知路线图

当然，这种“生态自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的

“生态利益自觉”: 自觉意识到生态或环境的“外部

性”可以给系统 ( 企业或社区) 造成经济损失 ( 成

本) 或带来经济收益。但“生态利益自觉”兼顾了

人类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我”的利益与“我”之

外的环境利益。〔5〕而景军所提出的“生态文化自

觉”与之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认为，从生态环境极

度恶化转变到可持续发展的过程是一个认知革命

和文化自觉均起到关键作用的过程。〔6〕笔者认

为，生态文化自觉和生态利益自觉都是认识产业转

型和生态转型的重要概念工具，它潜在地说明了地

方文化和民间实践在产业的生态化转型中具有重

要作用。生态利益自觉机制的形成，具有三个特

征。一是源于蟹农自身的生存危机，即“靠水吃

水”遭遇危机，从而引起反思性的生产实践与技术

革新，环境意识也经历了从无知到自觉的转型。二

是源于农村精英在生产、生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有

关人与环境关系的认识系统。不少学者在强调

“日常知识”( ordinary knowledge) 的重要性，即关于

环境的实际经验和知识往往来源于日常生活体验。
这种知识更多依靠的是对日常生活敏锐的观察和

常识，而不是专业技术。这样的“日常知识”通过

当地草根阶层的呼吸，饮水，耕田，采集林作物，在

河、湖、海里捕鱼，而日积月累地形成。〔7 － 8〕就河

蟹产业转型而言，生态精英在生产生活中逐步形成

了一定的环境意识和价值判断，自觉意识到粗放型

养殖的危害性以及环境保护的重要性，进而调试自

己的养殖模式和环境行为，采取了与水域生态系统

相对和谐的生产模式。三是以经济效益为核心。
对生态精英而言，其生态利益自觉的确立是因为

“靠水吃水”，是为了扭转养殖效益困境而不得不

去反思的结果，是以追求经济效益为初衷和核心的

资源环境观和行为模式。
“生态利益自觉”理念确立后，其行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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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和方向性就十分明确，并能理性地预期到行动的

结果。不仅如此，生态精英的生态自觉行为还对周

边养殖户产生了积极影响。无论是他的试验效益

还是积极尝试新技术的态度，都引导着左邻右舍对

新型养殖方式的选择。
2. 农村精英的资源环境观

笔者曾于 2008 年 1 月、2009 年 8 月中旬和下

旬以及 2010 年 9 月前后四次对 Y 进行专访，每次

访谈中，“资源”与“环境”这两个词都会不时地闪

现，几乎是其话语体系中出现频率最高的词汇。那

么，他的资源环境观是什么样的?

简单地说，就是“要想赚钱就要先养生态”。
农村精英的资源环境观就是由向资源和环境索取

改为保护资源和环境，增进水域生物多样性。其

中，环境指的是水质，就是水不能被污染。一旦水

被污染，河蟹养殖必然亏本; 而水质调节好是河蟹

产业取得经济效益的基础。所以，河蟹生态养殖过

程是“以水养蟹，以蟹保水”的过程。资源主要是

水草和螺蛳等水生物资源，它们既是河蟹生长所必

需的动植物饵料，更是水体清洁工和人工培育的水

下生物系统。这些资源是环环相扣的，培养和保护

生物多样性是通过生物链原理促进水体自然的生

态平衡。通过农村精英的生态养殖，水域环境得到

修复，水域再次清澈见底，并能直接饮用。
3. 从“独木不成林”到“漫山遍野”
现在，虽然生态养殖已经是普遍性的行为，但

在 1997 年以及 2000 年前后，很少有人会“种草、投
螺”，因为这是“亏本买卖”。Y 当时的感受是，那

时的试验是“独木不成林”、“曲高和寡”，难以形成

“气候”。
生态养殖成为普遍性行为最终还是在政府的

推动下完成的。县和有关乡镇政府邀请中国科学

院、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中
国海洋大学、上海海洋大学、南京农业大学等单位

的水产专家前来进行技术指导和培训，并先后实施

了“河蟹振兴工程”、“河蟹产业提升工程”、“水产

技术人才提升工程”等。2006 年，当涂县被农业部

确立为“渔业科技入户”示范工程项目的实施县。
通过这些财政政策和生态技术的支持，生态养殖最

终形成蔚为壮观的场面。访谈中，农村精英也认

为，其关于生态养殖的经验只是局部地区的实践经

验。而水产专家前来调查分析后，经过理论与实践

的结合，所总结出的“种草、投螺、稀放、配养、调

水”这套水产“当涂模式”具有更高的和更系统的

价值。

四、生态利益自觉的社会效应

目前，生态养殖理念已经深入人心。从自上而

下的视角来看，各级政府对生态养殖高度重视，予

以多种政策支持，同时形成了一定的产业布局和预

防工业污染的机制。从自下而上的视角看，普通养

殖户将“生态利益自觉”付诸于生产生活实践中。
而且，还内在地形成了一定的抵制污染以及污染产

业的社会性机制。
1. 形成了合理的产业布局

当涂在以河蟹养殖为主要区域的农业区形成

了“O”型生态农业布局( 图 2) ，范围内的六个乡镇

主要发展生态养殖、绿色食品加工以及其它轻工

业。这种产业布局也推动了政绩考核机制的改革。
2005 年，县政府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全县河蟹

生态养殖的意见》。《意见》除了明确规定生态养

殖的任务和考核目标外，还将发展生态养殖列入乡

镇经济发展计划和考核内容，建立了促进该项产业

发展的考核指标体系。
这种产业布局规划为因势利导地将河蟹产业

做大做强提供了制度空间。直接理解其这一点可

能并不够深刻，而通过比较研究，其深层价值更明

显。比如，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苏南地区也是

久负盛名的鱼米之乡，无论是水面面积，还是发展

水产经济的基础和优势都远远好于当涂县。但是，

改革开放以来，苏南工业经济占据绝对强势地位，

而水产经济被边缘化，处于弱势地位。苏南的产业

规划为给工业经济发展提供了充分空间，而水产、
水稻等传统的优势产业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压缩。
2007 年太湖蓝藻事件后，河蟹养殖、水稻种植等传

统优势产业遭受新一轮的压缩。从国家或者更大

的系统视角来看，工农业的合理布局意义重大。在

当前工业化遍地开花的背景下，如果全国都能因地

制宜地规划产业布局，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就可限

制乃至遏制工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也有利于从源头

上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2. 形成了预防工业污染的机制

在全国“招商引资”忙得不亦乐乎的社会背景

下，当涂县也不可能规避这种发展路径。县委和县

政府明确将“招商引资”作为所谓的“一号工程”，

并要求全力以赴地进行招商引资，引进工业项目。
但是，生态养殖产业的经济和环境效益使得深入推

进生态养殖产业发展在当地达成共识，并形成浓厚

的社会氛围。而这又促进了政府部门在招商引资

中预防工业污染。这种社会氛围促进了乡镇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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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图资料来源: 陈涛:《1978 年以来县域经济发展与环境变迁———以当涂县为个案》，《广西民族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9 年

第 4 期。

注释: 粗线“T”型表示的是重点工业布局，虚线“O”型表示的是生态农业布局。

图 2 全县工农业经济布局①

明确发展方向，并加强了对招商项目的环境评估力

度，坚决限制污染企业的进入。这是预防工业污染

的重要机制。
3. 推动了机制改革，提高了村民的环境意识

生态养殖需要一个过程，如果承包期过短，养

殖户担心“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并很可能会因为

时间短而不愿意实施生态养殖。特别是，如果竞标

到的水面水质不好，那么，水环境的生物修复一般

就需要一年时间，养殖户实施生态养殖的积极性就

不会很高。为改变这种境况，当地政府积极推动相

应的机制改革，而改革或曰创新后的机制更好地保

护了水资源，促进了生态产业发展。
首先，延长水面承包期限，承包期由三年改为

五年。2003 年开始，塘南等乡镇率先将承包期由

过去的三年延长至五年。在五年承包期制度下，养

殖户基本可做到“一年投资，四年受益”( 2009 年 8
月 26 日访谈资料) 。其次，水面承包采取了具有

现代性的竞标方式。这些政策的出台，解决了养殖

户的后顾之忧，也激发了养殖户的承包热情和投资

力度，促进了生态产业的发展。而与此同时，生态

养殖让村民切身体会到生态环境的重要性，进而提

高了村民的环境意识，增强了其环境保护的自觉

性，这有利于建构现代意义的生态公民。〔9〕
4. 形成了抵制污染的社会性力量

当涂虽然没有民间环保组织 ( NGO) ，但并不

缺乏抵制污染的社会性力量。在很大程度上，这种

社会性力量的产生源于生态产业的发展。塘南镇

政府由“招商引资”发展珍珠蚌产业，转而取缔该

项产业就是这方面的典型案例。该镇有一块将近

19 公顷的水面，之前是镇政府通过招商引资，请浙

江客商在此养殖淡水珍珠蚌。但是，珍珠蚌养殖造

成了严重的水污染问题。主要原因有二: 一是珍珠

蚌生长过程中需要大量浮游生物，只有水越肥，浮

游生物才会越多。所以，为了养殖效益，养殖户大

量投放畜禽粪便等有机肥，造成水域严重富营养

化。二是养殖过程中仅仅是珍珠蚌这种单一的水

产品，没有其它水生物调节失衡的水环境。这不仅

造成水域生态环境破坏，而且影响了周边居民的生

活。在此背景下，河蟹养殖户纷纷向镇政府反映污

染问题，请政府部门重视。最终，镇政府在“民意”
的要求下采取措施，取消了珍珠蚌养殖，并规定以

后不再发展这项产业。同时，将水面发包，通过生

态养蟹、种植水草等生物措施修复该水域生态条件

( 2009 年 8 月 26 日访谈资料) 。可见，关于珍珠蚌

养殖，政府在民意的力量下经过了从“招商引资”
到“禁止养殖”的转变。取缔珍珠蚌养殖，是镇政

府基于民众意志的表达，综合考虑当地经济发展而

作出的决策。另外，河蟹养殖户所组建成立的河蟹

生态养殖公司、协会等组织，也有助于形成罗吉斯

等人所称之的 Farm Pressure Groups，即农业压力集

团〔10〕，从而和工业化的利益集团形成对抗性的组

织力量，更好地抵制工业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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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结论与讨论

当涂生态养殖产业的发展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是农村精英和政府、水产专家共同努力的结果。农

村精英是一个社会群体，从“生态自发”到“生态利

益自觉”的探索路径是当地一批民间精英对生态

养殖模式探索路径的写照。
笔者从认识论、认识阶段、路径方向、与外力系

统的关系、对结果的预期以及行为群体等六个方面

对二者进行分析阐释。( 1) 从认识论范畴来说，生

表 1 生态自发与生态利益自觉的基本维度

生态自发 生态利益自觉

认识论范畴 经验主义( Empiricism) 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认识阶段 感性认识 理性认识

路径方向 不是很明确，不断探索中 方向性明确，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与外力关系 没有受到或很少受到外力影响 受到政府和水产专家等外力引导

结果预期 不能或者难以预期结果 能预见到生态养殖的结果

行为群体 个体的、分散的 群体性、普遍性

态自发阶段属于经验主义( Empiricism) ，而生态利

益自觉则是理性主义( Rationalism) ; ( 2) 在对生态

养殖的认识阶段上，前者是感性认识阶段，后者是

理性认识阶段; ( 3) 在如何实施生态养殖的路径方

向方面，前者没有明确的路线，处于不断的试验和

探索过程中，而后者已经懂得了基本机理，有了明

确路径和方向，并懂得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相互

制约关系，具有明确的目的性和计划性; ( 4 ) 与外

力的关系方面，前者几乎没有受到或者很少受到外

力的影响，是农村精英在一定的“环境—社会”系

统内自发产生的行为，后者则受到政府和水产专家

系统的引导; ( 5 ) 在对新型养殖结果的预期方面，

前者由于没有可供借鉴的直接经验，处于试验中，

不能预期结果，而后者则能预期结果; ( 6 ) 从生态

养殖群体来说，前者是分散的、少数农村精英的个

体行为，后者则是普遍性的群体行为( 见表 1) 。当

前，以水污染为代表的生态环境问题已经十分严

重，严重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农业是弱

势产业，很多地方为了追求 GDP 不顾一切地发展

工业经济，不但限制压缩了农业的发展，也带来了

灾难性的生态难题。长此以往，不但会遭遇“增长

的极限”( The Limits to Growth) ，也会遭遇“寂静的

春天”( Silent Spring) 。因此，当涂农村精英在河蟹

产业发展中形成的生态利益自觉及其社会效应具

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当然，这需要农业产业形成特

色并达到一定的规模，否则弱势的农业还是难以与

强势的工业相抗衡。因此，在当前生态环境遭遇严

重困境的时期，这既需要基层农村精英和普通民众

的生态利益自觉，也需要政府部门在合理规划工农

业布局和政绩考核机制方面形成生态利益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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